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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工业技术发展缘何进展缓慢?
———基于与韩国的比较研究

张倩雨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 “奇
迹” 后ꎬ 巴西的后发追赶戛然而止ꎬ 与二战结束时处于大致相同
发展水平、 此后又同样在威权体制下经历高速增长的韩国步入不同
的发展轨迹ꎮ 本文着眼于军事独裁时期的巴西和朴正熙时期的韩国
在工业技术领域的发展ꎮ 两国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具有诸多相似
特征ꎬ 为我们通过求异比较解释发展差异提供了条件ꎮ 后发技术追
赶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ꎬ 这要求后发国家具有较长的时间视
野ꎬ 能够在较长时段规划发展战略并一以贯之地执行ꎮ 这通常取决
于一国内部的精英关系结构ꎮ 巴西军事独裁政府内部精英高度分
裂ꎬ 使得历届军政府都面临以经济绩效换取政权合法性和政治支持
的压力ꎮ 因此ꎬ 巴西政府在工业技术发展中采取了许多短视措施ꎬ
不仅未能建立一个与工业生产体系相互支撑的内生的技术进步核心
机制ꎬ 反而陷入了依附型发展的窘境ꎮ 相比之下ꎬ 凝聚性的精英关
系结构则使朴正熙时期的韩国有能力实施各种长期举措ꎬ 促使韩国
工业技术水平快速提升ꎬ 成为继日本之后东亚地区又一中等技术
强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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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拉美地区第一大经济体ꎮ 作为最早一

批开展工业化的后发国家ꎬ 巴西曾被发展政治经济学家寄予厚望ꎬ 认为最迟

到 ２０ 世纪末巴西将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强国ꎮ 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

施经验经由劳尔􀅰普雷维什 (Ｒａú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的系统化和理论化ꎬ 成为拉美历

史上影响最广泛、 指导时间最长的经济理论ꎮ① 然而ꎬ 就在 １９６８—１９７３ 年取

得年均 １０％以上经济增速的 “奇迹” 后ꎬ 巴西的后发追赶却戛然而止ꎬ 与二

战结束时处于大致相同发展水平、 此后又同样经历威权体制下高速增长的韩

国步入不同的发展轨迹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半导体芯片为核心投入的第五

次技术创新浪潮到来时ꎬ 韩国凭借模仿和创新相结合的工业技术发展方针ꎬ
逐步建立起自主创新体系和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制造业体系ꎮ 工业技术的报酬

递增特性使韩国经济进入了一种自我增强的演进趋势ꎮ 与之相对ꎬ 巴西则停

留于利用外生后发优势的产业发展政策ꎬ 不仅未能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

制造业体系ꎬ 还陷入了对外国资本的依附ꎮ
同为二战后的后发国家ꎬ 巴西和韩国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ꎮ② 其一ꎬ 两

国在工业技术领域的后发追赶均由政府主导并相应制定了阶段性的发展计划

和产业政策ꎮ 巴西曾制定包括 ５ 个部门 ３０ 个具体目标的全国发展目标纲要和

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全国发展计划ꎬ 韩国则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设立经济

企划院ꎬ 负责经济开发 “五年计划” 的制定和实施工作ꎮ 其二ꎬ 两国都曾交

替采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战略ꎮ 巴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始

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ꎬ ６０ 年代中后期巴西逐渐转向外向型工

业发展模式ꎬ 并将政策重点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ꎮ 韩国也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ꎮ 其三ꎬ 两国都曾经历长时期的军人统

治ꎬ 并在军政府时期取得经济 “奇迹”ꎮ “巴西奇迹” 和 “汉江奇迹” 似乎都

印证了威权统治所具有的发展效率ꎮ
巴西与韩国在上述方面的相似特征ꎬ 为我们通过求异比较找寻 ２０ 世纪六

七十年代两国在工业技术领域的后发追赶取得不同成效的原因提供了基础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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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时学: «韩国与巴西工业化道路比较»ꎬ 载 «当代亚太»ꎬ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 页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巴西和韩国发展轨迹出现分化突出体现在 １９８１ 年之后ꎮ 参见岳云霞、 史沛

然: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与韩国比较研究»ꎬ 载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１９ 页ꎮ 考虑到政策影响具有滞后性ꎬ 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符合逻辑

的ꎬ 这也是巴西军事独裁政府 (１９６４—１９８５ 年) 和韩国朴正熙政权 (１９６１—１９７９ 年) 的交集ꎬ 有助

于控制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保证案例的可比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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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ꎬ 本文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ꎬ 尝试为 “巴西工业技术发展

缘何进展缓慢” 这一兼具现实性和学理性的问题提供新的启发性回答ꎮ

一　 拉美和东亚的发展差异原因研究: 现状与反思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是拉美国家快速工业化时期ꎮ 通过进口替代的

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拉美国家取得了年均 ５％以上的经济增长ꎬ 并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ꎮ 与拉美相比ꎬ 东亚地区人口稠密而自然资源缺

乏ꎬ 且各国 (地区) 内部市场狭小ꎬ 工业基础薄弱ꎬ 经济发展基础远远比不

上拉美ꎮ 东亚作为二战后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ꎬ 甚至曾有 “停滞的亚洲”
之称ꎮ 然而ꎬ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ꎬ 东亚经济开始起飞ꎬ 甚至闯出了一条具

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道路ꎮ 在世界银行统计的 １３ 个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平

均增长率连续 ２５ 年不低于 ７％ 的经济体中ꎬ 东亚占 ９ 个ꎬ 而拉美仅有巴西 １
个国家ꎮ① 然而ꎬ 巴西于 １９８２ 年遭遇债务危机ꎬ 经济骤然崩溃ꎬ 陷入货币贬

值、 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困局ꎮ 当前ꎬ 东亚 ５ 个经济体 (新加坡、 韩国、
中国、 日本和中国香港) 在工业技术创新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ꎬ 越南、 印度

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创新排名也在不断上升ꎮ 相比之下ꎬ 作为拉美地区最具创

新力的经济体ꎬ 巴西于 ２０２３ 年才首次跻身世界 ５０ 强之列ꎮ②

经济发展中的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经常被用来比较ꎮ 围绕两个地区的发

展差异及其根源ꎬ 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研究ꎬ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ꎮ
第一类研究关注发展差异的文化根源ꎮ 白鲁恂认为ꎬ 东亚地区的一大共

同政治特点便是共享儒教文化传统③ꎬ 其核心内涵包括尊师重道、 服从纪律、
提倡节俭、 强调责任等ꎮ④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ꎬ 人们工作勤奋、 负责任、 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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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有理想、 具有集体意识ꎮ① 例如ꎬ 儒教文化就使朴正熙时期的韩国爆发出

其他文化圈难以比拟的发展动力ꎮ② 拉美地区则深受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的影

响③ꎬ 仅着眼于过去和现在ꎬ 轻视节俭、 储蓄、 教育和功绩ꎮ 劳伦斯􀅰哈里森

指出ꎬ 拉美文化的反进步、 反创新和反劳动特征ꎬ 是其区别于东亚以及无法

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繁荣的根源所在ꎮ④

第二类研究关注不同发展模式产生的差异化结果ꎮ 如安妮􀅰克鲁格认为ꎬ
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源在于外向型发展战略ꎬ 因为国际竞争倒逼各国提升产业

国际竞争力ꎮ⑤ 拉美国家则普遍过度依赖进口替代战略ꎬ 特别是强调优先发展

重工业以赶超发达国家ꎬ 因而陷入了低效率的恶性循环ꎮ⑥ 爱丽丝􀅰阿姆斯登

和罗伯特􀅰韦德还指出ꎬ 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源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 限

制市场的作用以及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ꎮ⑦ 拉美国家则

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下过早地试图建立普惠性的福利体系ꎬ 结果陷入了财政赤

字激增、 债务高筑的 “福利赶超” 陷阱ꎮ⑧

第三类研究关注国家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ꎮ 阿图尔􀅰科利认

为ꎬ 巴西和韩国工业增长率的差异应通过国家权威的不同加以解释ꎮ 前者应

被视作分散性多阶级国家ꎬ 后者则是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ꎮ⑨ 武有祥则

从精英间关系的视角出发ꎬ 提出精英极化和精英团结有助于国家凝聚发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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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ꎬ 精英间妥协和精英碎片化则会拖累经济发展ꎮ① 此外ꎬ 外部环境也会影响

一国的国家建构进程ꎮ 理查德􀅰斯塔布斯和朱天飚等学者指出ꎬ 冷战期间ꎬ
东亚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ꎬ 这使东亚各国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需求而纷纷

开展现代化的国家建构和快速工业化ꎮ②

上述研究在为我们提供启发的同时ꎬ 也存在着缺憾与不足ꎮ 文化解释最

大的问题在于ꎬ 它难以解释长期以来处于儒教文化濡染之下的东亚经济体为

何没有在更早之前开启现代化并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ꎬ 也无法解释韩国

为何在李承晚执政时期和朴正熙执政时期取得了不同的发展成果ꎮ 由此可见ꎬ
同一文化价值取向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制度结构下可能对经济发展起不同的

作用ꎬ 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和制度结构谈文化的作用ꎮ③ 第二类研究对发展模式

的关注可能存在三点缺陷: 一是在探讨哪些举措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时ꎬ 研究

者倾向于识别与自身知识背景相契合的政策措施ꎬ 并将其视为可推广的 “普
适性” 经验ꎻ 二是对具体政策措施的关注可能使研究变得复杂琐碎ꎬ 难以形

成更具解释力的一般性理论ꎻ 三是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ꎬ 既然某种发展模

式更具优越性ꎬ 为何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采取这种发展模式? 第三类研究从

国内政治特别是精英政治出发分析各国的发展差异ꎬ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

两类研究的不足ꎬ 然而ꎬ 关于精英凝聚 (分裂) 如何具体推动 (拖累) 国家

发展ꎬ 既有研究却显得语焉不详ꎮ 事实上ꎬ 发展是一个长时段过程ꎬ 而既有

研究往往抽掉了时间因素和具体的变动过程ꎬ 因而无法将发展中的许多动态

因素完整地呈现出来ꎮ
工业技术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ꎬ 在分析中也更具可

操作性ꎮ 因此ꎬ 本文以巴西和韩国工业技术发展的差异作为被解释变量ꎬ 引

入 “时间视野” 概念ꎬ 并提出时间视野是作为解释变量的精英间关系④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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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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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一般将精英分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两类ꎮ 本文从理性选择的研究路径

出发ꎬ 将政治精英视为国家的代表ꎬ 以政治精英内部的冲突强度作为解释变量ꎮ 这主要是因为ꎬ 在巴

西和韩国这两个案例中ꎬ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或是利益高度融合ꎬ 或是政治精英能有效地规训和统御

经济精英ꎮ 因此ꎬ 出于理论简化的需要ꎬ 本文并不探讨经济精英内部关系及其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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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解释变量的工业技术发展①之间、 被既有研究所忽视的中间机制ꎮ 对时间

视野的关注使本文超越 “导火线” 式的片段解释ꎬ 呈现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

发展的因果解释ꎮ

二　 精英冲突、 时间视野与工业技术发展

后发追赶 (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 － ｕｐ) 是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

家通过确定发展目标、 制定发展战略、 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以缩小与领先国家

发展差距的历史进程ꎮ 从定义可知ꎬ 后发追赶离不开强有力的国家干预ꎬ 而

这通常受精英关系结构的制约ꎮ② 精英间关系ꎬ 或者更具体地说精英冲突强

度ꎬ 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评估ꎮ 一是竞争性精英集团的数量ꎮ 最理想的发

展型国家通常表现为一种精英统摄全局、 在国内形成凝聚性的精英关系结构ꎻ
当竞争性精英集团的数量增多时ꎬ 相互斗争的精英关系结构将削弱后发国家

的发展动能ꎮ 二是政治挑战的具体指涉对象ꎮ 一般认为ꎬ 居统治地位的政治

精英与竞争性精英集团之间在政策内容和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分歧较易得到管

理和解决ꎻ 若政治挑战的目标是统治精英的执政理念特别是政治体制ꎬ 这种

分歧通常是根本性的且难以管控ꎮ
综合考虑上述两个方面ꎬ 精英冲突强度可分为低强度冲突和高强度冲突

两类ꎬ 前者可称为精英凝聚ꎬ 后者则称为精英分裂ꎮ 精英凝聚是指一种精英

统摄全局或精英集团之间能就政策内容、 实施方式等方面问题达成共识ꎬ 通

常表现出精英集团在位时间长、 政权较稳定等特点ꎮ 精英分裂则指多个精英

集团围绕政策实施、 执政理念乃至政治体制相互斗争ꎬ 统治精英无力管控分

歧或不得不与竞争性精英集团分权ꎮ 精英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容易引起政权

的更迭ꎮ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ꎬ 精英冲突强度决定了统治集团对于执政稳定性

和政权延续性的看法ꎬ 进而影响其在经济发展的长期需求和政治巩固的迫切

需要之间的选择ꎮ 具体来说ꎬ 如果精英凝聚ꎬ 则统治精英对于保持政权稳定

—８２１—

①

②

经济发展是一个由众多复杂因素共同引致的复合结果ꎬ 这样的复合结果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由

单一理论加以解释ꎮ 芭芭拉􀅰格迪斯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ｅｄｄｅｓ) 指出ꎬ 可行的办法是将其拆解为导致其产生的

若干过程ꎬ 并形成有关这些过程的可检验命题ꎮ 参见芭芭拉􀅰格迪斯著ꎬ 陈子恪、 刘骥等译: «范式

与沙堡: 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ꎬ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９ 页ꎮ
关于精英冲突与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代表性研究ꎬ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ａｃｈｍａｎｎꎬ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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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位时间有较长预期ꎬ 因而更有动力去创造和维护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

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ꎮ 反之ꎬ 激烈的精英冲突则使统治集团深陷不确定性和

继承危机ꎬ 面临随时可能下台的威胁ꎮ 因此ꎬ 比起发展经济ꎬ 统治精英迫切

地需要维持政权稳固ꎮ 当精英内部分歧大到无法相互妥协时ꎬ 如同单次博弈

中的参与者那样ꎬ 统治精英会有非常大的 “背叛” 动机ꎬ 在位期间以损害社

会整体福利为代价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ꎮ①

统治精英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巩固之间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

长远利益 /近期利益的态度ꎮ 这种态度可用后发国家关于发展的时间视野加以

概括ꎬ 即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ꎮ 社会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认为ꎬ 长

期导向可以解释甚至预测一国的经济增长 (见图 １)ꎮ② 这是因为ꎬ 具有长期

导向的行为主体通常愿意放弃即时满足而追求长期利益ꎬ 更加注重人力和物

力资本的形成ꎮ 相反ꎬ 短期导向的行为主体则更重视眼前的利益ꎬ 要求立见

成效ꎬ 急功近利ꎮ③ 研究显示ꎬ 时间视野已被广泛视为国家财富形成的一个基

本元素ꎮ④ 具有长期导向的国家通常拥有充裕的耐心资本ꎬ 这有助于其在基础

设施融资中获得显性竞争优势ꎬ 从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 提高长期增长潜

力ꎮ⑤ 耐心资本的向外流动ꎬ 还可通过赋予流入国更多的财政空间和更灵活的

政策选择ꎬ 激发其长期增长潜力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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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长期导向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
资料来源: 根据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中的各国长期导向得分和世界银行数据绘制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 ꎻ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 ｉｆｒａｍｅ ＝ ｔｒｕｅ􀆰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２]

　 　 后发追赶是一个长时段的缓慢历史过程ꎬ 从后发国家产生追赶意愿到最

终实现跨越式发展ꎬ 通常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ꎮ 例如ꎬ 美国对英国的追赶

始于 １８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直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才成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

工业强国ꎬ 前后经历一个多世纪ꎮ 以创造出 “经济奇迹” 闻名世界的东亚和

拉美国家 (地区)ꎬ 也大多历经 ４０ 余年才逐渐缩小与先发国家的差距ꎮ 由此

可见ꎬ 想要成功实现追赶ꎬ 后发国家需要具有较长的时间视野ꎬ 能够制定较

长时段的发展战略并一以贯之地执行ꎮ 前文已述ꎬ 这通常受后发国家内部精

英冲突强度的制约ꎮ 更具体地说ꎬ 冲突强度较小的精英凝聚有助于后发国家

形成长期导向ꎬ 激烈的精英冲突所导致的精英分裂则会使后发国家更具短期

导向ꎮ 据此ꎬ 我们提出一组可检验的假说ꎮ
假说 １: 分裂的精英关系结构使后发国家更具短期导向ꎬ 导致其工业技术

发展迟缓ꎮ
假说 ２: 凝聚的精英关系结构有助于后发国家形成关于发展的长期导向ꎬ

进而促使其工业技术水平快速提升ꎮ
在具体实践中ꎬ 时间视野的不同会使后发国家在工业技术发展中表现出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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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特征ꎮ 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 时间视野的不同会影响后发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建设顺序ꎮ 教育

体系是培育人力资本最直接、 最有效的途径ꎬ 一般可分为三个层次ꎬ 分别是

培养具有强大科研实力的 “高精尖” 人才的高等教育、 旨在提高全社会劳动

适龄人口综合素质的中等教育以及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向工人提供技能培训的

职业教育ꎮ 研究认为ꎬ 一国教育投入的分配要与该国相对于技术前沿的差距

相匹配———与技术前沿差距较大的国家需要在中等教育上进行最大投入ꎬ 接

近技术前沿的国家则应将更多资源投入高等教育ꎮ① 具有长期导向的后发国家

通常倾向于按照先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后高等教育的顺序培育本国人力资

本ꎮ 这虽然耗时较长ꎬ 但能够首先建立一支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和领悟力的高

素质劳动力队伍ꎬ 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技能ꎬ 同时扩大高等教育的就

读基数ꎬ 从而循序渐进地筑牢工业技术创新能力ꎮ 相比之下ꎬ 短期导向的后

发国家为了快速产出 “高精尖” 人才ꎬ 以及出于争取有产者和经济精英选票

支持的考虑ꎬ 往往首先在高等教育上进行大规模投入ꎬ 而不重视耗时较长、 投

入巨大的教育普及工作和从短期来看成效不明显的中等教育ꎬ 在职业教育中也

更强调能快速带来产出的专用性技能而非通用性技能ꎮ 然而ꎬ 缺少高素质劳动

力队伍支撑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就像 “空中楼阁”ꎬ 难以显著提升后发国家的

工业技术创新能力ꎮ 基于此ꎬ 我们可对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做进一步细化ꎮ
假说 １ａ: 短期导向使后发国家在国民教育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倾向于优先

投资高等教育ꎬ 相对忽视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完善ꎮ
假说 ２ａ: 长期导向使后发国家重视通过有序、 有重点的方式完成教育普

及工作ꎬ 特别是对中等教育给予优先强调ꎮ
第二ꎬ 时间视野的不同会影响后发国家的技术引进方式ꎮ 作为追赶过程中

可资利用的一大后发优势ꎬ 通过引进、 吸收先进设备和技术ꎬ 后发国家可以在

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后发国家可通过多种方式从外部获得技术

经验ꎮ 一是引进以物化技术为主的 “硬” 技术ꎬ 如购置成套设备、 购买 “交钥

匙” 工程等ꎮ 其特点是可暂时性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ꎬ 从而获得短期经济效果ꎬ
但对自主技术能力的提升十分有限ꎬ 并且容易形成对外国技术和资金的依赖ꎮ
二是引进以技术知识为主的 “软” 技术ꎬ 如购买设计图纸、 专利等ꎮ 这要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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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国家自行捕捉已被编成手册、 程序和规则的显性技术知识之外难以被形式化

的隐性技术知识ꎮ 这类知识多是默会性的ꎬ 藏于个体经验、 直觉和洞察力之中ꎬ
只有通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才有可能获得ꎮ 三是逆向工程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即专业技术人员运用各种工程设计经验、 知识和创新思维ꎬ 对目标产品进行解

构、 分析、 重构和再创造ꎮ 这是最能刺激后发国家技术能力提升的途径ꎬ 但它

对后发国家前期技术能力的积累有非常高的要求ꎮ 具有长期导向的后发国家通

常有意愿在较长时段内通过前两种方式逐步积累技术能力ꎬ 并最终转向开展逆

向工程来检验前期的积累和进一步发展技术能力ꎮ 短期导向的后发国家则倾向

于采取第一种技术引进方式ꎬ 因为模仿创新短期内就能带来经济收益ꎬ 从而为

统治精英贡献绩效合法性ꎮ 基于此ꎬ 我们可再次对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进行细化ꎮ
假说 １ｂ: 短期导向使后发国家倾向于采取能在短期内提高工业技术水平

的技术引进方式ꎬ 引进技术时重国产化而轻内生化ꎮ
假说 ２ｂ: 长期导向使后发国家注重培育不受外国资本干预的工业技术创

新能力ꎬ 在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过程中更有可能采取分阶段、 有步骤的措施ꎮ
第三ꎬ 时间视野的不同会影响后发国家资本形成的方式选择ꎮ 最终消费

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共同构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ꎮ
其中ꎬ 资本形成总额是决定一国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和技术含量的重要因素ꎬ
其前提在于后发国家如何筹集足够的用于经济发展的初始资本ꎮ 对于后发国

家而言ꎬ 可利用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内储蓄和国外投资及借款ꎮ 基于国内

储蓄推动资本形成是一个耗时较长的系统工程ꎬ 不仅涉及储蓄结构和消费习

惯的改变ꎬ 还要通过制度改革完善资本形成机制ꎬ 但有助于后发国家保持发

展的自主性ꎮ①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款推动资本形成的优点在于耗时相

对较短ꎬ 但这些资金能否真正被用于生产性投资不完全由后发国家决定ꎬ 债

权关系也容易使后发国家在工业技术投资中的决策自主性受到削弱ꎮ② 由此推

断ꎬ 具有长期导向的后发国家在资本形成过程中更注重国内储蓄的积累ꎬ 短

期导向的后发国家则倾向于依靠外资和外债筹集资金ꎮ 基于此ꎬ 我们再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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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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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史塔威尔 (Ｊｏｅ Ｓｔｕｄｗｅｌｌ) 指出ꎬ 后发追赶要求国家将资金投入具有长远发展潜力、 能够

推动国家经济腾飞的大型工业项目中ꎮ 短期来看ꎬ 这些项目不具有盈利前景ꎬ 所以需要政府对资金的

流向进行控制ꎬ 特别是避免国际资本的流入扰乱既定发展规划ꎮ 参见乔􀅰史塔威尔著ꎬ 蒋宗强译:
«亚洲大趋势: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７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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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进行细化ꎮ
假说 １ｃ: 短期导向使后发国家在资本形成过程中更青睐大规模引进外资

和举借外债的方式ꎬ 以便在较短时间内为经济增长筹集充足资金ꎮ
假说 ２ｃ: 长期导向使后发国家重视国内储蓄的积累和对资本形成过程的控制ꎮ
为检验上述假说ꎬ 本文将对巴西军事独裁政府和韩国朴正熙政府的精英

关系结构进行详细考察ꎬ 分析在特定精英关系结构下两国推动工业技术发展

的政策措施所呈现的时间视野特征及其成效ꎮ

三　 巴西军事独裁政府工业技术发展失败的原因

１９６４ 年政变后成立的军事独裁政府ꎬ 无疑是巴西历史上发展主义色彩最

为浓厚的政权ꎮ 由于排除了来自特定地区和利益集团的一贯政治压力ꎬ 军政

府得以提升决策速度、 改进决策质量ꎮ 然而ꎬ 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裂却使巴西

未能形成关于发展的长期导向ꎬ 导致其工业技术发展缓慢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巴西很快遭遇 “失去的十年”ꎬ 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几近停滞ꎮ

(一) 精英分裂与短期导向

巴西军事集团内部一直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分ꎮ 由于不同的职业经历ꎬ
两派军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ꎮ 温和派由二战期间巴西派出的远征

军成员、 参与过英美轰炸中队任务的空军军官和参与过南大西洋局部护航任

务的海军军官构成ꎬ 代表人物包括军政府首任总统布朗库 (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ｄｅ
Ａｌｅｎｃａｒ Ｃａｓｔｅｌｏ Ｂｒａｎｃｏ) 将军ꎬ 以及有着巴西高等军事学院之父之称的戈贝里

(Ｇｏｂｅｒｙ ｄｏ Ｃｏｅｔｏｅ Ｓｉｌｖａ)ꎮ 作为远征军而拥有与美军和英军并肩作战的经历ꎬ 使

温和派军人倾向于将其所观察到的英美两国现实用于对巴西的国家想象之中ꎮ
他们支持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体制 (但承认短时间的专制统治是必要的)ꎬ
认为应在威胁消除后重新开启政治开放进程ꎬ 并主张在冷战中坚定追随美国ꎮ①

另一些没有参加过远征军的军官则组织起来形成了与温和派相抗衡的强硬派ꎬ
代表人物包括军政府第二任总统席尔瓦 (Ａｒｔｕｒ 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ｅ Ｓｉｌｖａ) 将军和第三

任总统梅迪西 (Ｅｍíｌｉｏ Ｇａｒｒａｓｔａｚｕ Ｍéｄｉｃｉ) 将军ꎮ 他们坚持民族主义和国家干

预经济ꎬ 反对美国与苏联、 古巴的对抗以及对巴西经济的渗透ꎬ 认为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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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政府力量的过程中牺牲宪法和公民自由是不可避免和可以接受的ꎮ①

在发动政变推翻古拉特 (Ｊｏãｏ Ｇｏｕｌａｒｔ) 政权的过程中ꎬ 温和派和强硬派

曾短暂结成过政治联盟ꎮ 但 １９６４ 年新政府成立后ꎬ 两派的分歧立刻显现出来

(见表 １)ꎮ 在温和派的布朗库担任总统期间ꎬ 强硬派一直控制着陆军ꎬ 并抓

住温和派每一次的政策失误对其施压ꎮ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ꎬ 两派在哪一方接任布

朗库的问题上发生冲突ꎬ 最终以强硬派的席尔瓦接任总统而温和派把持陆军

部长职位而短暂达成一致ꎮ 席尔瓦任内ꎬ 两派围绕如何应对和处置国内抗议

运动而纷争频发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席尔瓦病重ꎬ 强硬派为争夺总统职位发生分裂ꎬ
导致军政府内部精英冲突更加激化ꎮ 虽然梅迪西最终代表强硬派出任总统ꎬ
但其成功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温和派的支持ꎮ １９７１ 年ꎬ 担任空军部长的强硬派

军人对政治犯施加酷刑ꎬ 引起军政府内部众多高级军官的不满ꎬ 温和派趁机

强迫其辞职并取得了对空军的控制ꎮ② 温和派的盖泽尔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Ｇｅｉｓｅｌ) 执政

期间开始探索政治开放ꎬ 此举引起了强硬派的激烈反对ꎬ 认为盖泽尔实施政

治开放进程是出于扩大政治支持以孤立强硬派的需要ꎮ③ 盖泽尔还通过提前解

除强硬派下届总统候选人弗罗塔 (Ｓｉｌｖｉｏ ｄｅ Ｆｒｏｔａ) 的陆军部长职务ꎬ 以确保

温和派候选人成功当选ꎮ 此外ꎬ １９７９ 年 “特赦法案” 在温和派执政期间出

台ꎬ 被认为是强硬派取得的阶段性斗争胜利ꎮ 该法案的赦免范围不仅包括政

治犯ꎬ 还包括对政治犯实施镇压和酷刑的强硬派军官ꎮ④

表 １　 巴西军政府内部精英分裂的具体体现

任期 总统 派别 精英分裂的具体体现

１９６４—１９６７ 年 布朗库 温和派
强硬派把持陆军部长职位ꎻ
强硬派针对布朗库在 １９６５ 年州选举中的政策失误对温和派
施压ꎬ “第二号制度法” 被迫出台ꎮ

１９６７—１９６９ 年 席尔瓦 强硬派
温和派把持陆军部长职位ꎻ
两派围绕国内抗议运动的应对和处置发生分歧ꎬ 强硬派出台
“第五号制度法”ꎮ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ｒｕｃｅ Ｗ􀆰 Ｆａｒｃａｕ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ꎬ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９０􀆰

参见董经胜著: «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１９６４—１９８５ 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ꎬ 北京: 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ꎬ ２００９ 年ꎮ
Ｂｒｕｃｅ Ｗ􀆰 Ｆａｒｃａｕ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ꎬ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１０３􀆰
董经胜: «巴西军队的派系之争与军政权的兴衰 (１９６４ ~ １９８５ 年)»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７ －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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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１９７４ 年 梅迪西 强硬派

１９６９ 年席尔瓦病重ꎬ 强硬派为争夺总统职位发生分裂ꎻ
强硬派的梅迪西当选总统ꎬ 背后有温和派的支持ꎬ 这为温和
派控制内阁职位提供了机会ꎻ
强硬派军人因支持对政治犯施加酷刑被迫辞去空军部长职
位ꎬ 温和派趁机控制空军ꎬ 并将强硬派清洗出去ꎮ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年 盖泽尔 温和派

强硬派控制陆军ꎻ
温和派探索扩大政治参与及与强硬派斗争ꎻ
提前解除强硬派下届总统候选人弗罗塔的职务ꎬ 确保温和派
候选人的当选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 年 菲格雷多 温和派
“特赦法案” 的出台被认为是强硬派取得的斗争胜利ꎬ 其赦
免范围不仅包括政治犯ꎬ 还包括对政治犯实施镇压和酷刑者
(多为强硬派军官)ꎮ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自制ꎮ

上述分析表明ꎬ 温和派和强硬派在执政理念和政治经济路线上的根本矛

盾导致巴西军事独裁政府内部精英高度分裂ꎬ 这使历届军政府都面临着以经

济绩效换取政权合法性和政治支持的压力ꎮ 因此ꎬ 它们不得不重视能延续其

政权生命的近期利益ꎬ 在工业技术发展中采取了各种短视措施ꎮ
(二) 工业技术发展中的短视举措

在推进工业技术发展的过程中ꎬ 巴西军政府在教育领域、 技能培育领域

和资本形成领域的政策举措都显示出短视特性ꎮ
１􀆰 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ꎬ 巴西正式确立人力资本导向的教育发展战

略ꎬ 这从 １９６８ 年 «高等教育改革法» 和 １９７１ 年 «初等及中等教育改革法»
的颁布可见一斑ꎮ «高等教育改革法» 强调ꎬ 要增加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ꎬ
根据发展需要调整学科结构ꎬ 在鼓励和扶植经济学、 管理学等学科发展的同

时ꎬ 适当限制医学、 工程学等学科发展ꎮ 此外ꎬ 改革大学招生制度ꎬ 扩大招

生名额ꎬ 实行学分制以加快学生培养进程、 提高教育效率ꎮ «初等及中等教育

改革法» 则体现了优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ꎮ 该法规定ꎬ 要调整中小学

的办学目标ꎬ 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增设职业技术课程ꎬ 使所有中小学毕业

生都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ꎮ 其中ꎬ 初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目的在于让

学生了解自己适应工作的能力和开始工作的时间ꎬ 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

则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ꎮ①

—５３１—

① 万秀兰著: «大国教育战略研究: 巴西教育战略研究»ꎬ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７０ － 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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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这种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所带来的结果是ꎬ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 年巴西大学就读人数翻了一番ꎬ 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学生占

比也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的 １７％提升至 １９７８ 年的 ５９􀆰 ２％ ꎮ① 应该说ꎬ 这是一

个可观的成绩ꎮ 但要注意到ꎬ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建立在初等和中等教育

普及程度低下的基础之上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该战略出台之时ꎬ 巴西仍有近四

成的人口没有接受过教育ꎬ 中学入学人数占适龄人口的比重也不足 ２０％ꎮ 这意

味着ꎬ 真正能从这场教育改革中获益的只是那些 ６０ 年代以前就在接受初等和中

等教育的人ꎬ 他们通常来自精英阶层或至少是富裕家庭ꎮ 因此ꎬ 军事独裁时期

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更像是 “空中楼阁”ꎬ 并不能为巴西自主工业体

系的建立提供充足且必要的劳动力队伍ꎮ 这符合假说 １ａꎮ 对此ꎬ 曾昭耀评论称ꎬ
“在这个提高与普及、 技术教育与普通基础教育的矛盾面前ꎬ 新的教育发展战略

实际上采取了以牺牲后者来谋求前者的办法ꎬ 因而是一种最终会削弱整个教育

体系的基础、 从而也危及教育的提高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ꎮ”②

经济哲学家英格丽􀅰罗比恩斯 (Ｉｎｇｒｉｄ Ｒｏｂｅｙｎｓ) 关于人力资本导向的教

育模式的论述ꎬ 可以很好地总结巴西军政府时期教育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
将教育的价值片面理解为培养服务于经济快速增长所需的技能劳动力ꎬ 因而

只看重教育对所期望的经济生产力的直接贡献ꎮ③ 同时ꎬ 第一共和国遗留的地

方寡头政治的影响也限制了政府在初等教育方面的资源投入ꎬ 精英阶层对于

扩大民众教育和实现教育的普及化并不感兴趣ꎮ④ 数据显示ꎬ 巴西的高校和研

究机构集中分布在有产者集聚的东南部地区ꎬ 很少向其他区域扩散ꎮ⑤ 结果ꎬ
不论是中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ꎬ 巴西各教育层次入学人数占适龄人口的比重

都远低于其他拉美和东亚国家 (地区)ꎮ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这一情况仍

未得到改善 (见表 ２)ꎮ 仅看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ꎬ 巴西 (每百

万人中 ２５６ 人) 比中国台湾 (每百万人中 １４２６ 人)、 新加坡 (每百万人中 ９６０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ｒｒ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Ｊｏｎｇ － Ｗｈａ Ｌｅｅꎬ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１９５０ －
２０１０”ꎬ ｉｎ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５９０２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

曾昭耀: «略论巴西近二十年来开放政策下的教育发展战略»ꎬ 载 «外国教育动态»ꎬ １９８６ 年

第 ２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Ｉｎｇｒｉｄ Ｒｏｂｅｙｎｓꎬ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６９ － ８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Ｓｔｕｈｌｂｅｒｇｅｒ Ｗｊｕｎｉｓｋｉ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１９３０ － ２００８):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４６ －１６５􀆰
宋霞: «影响巴西竞争力的深层原因: 国家创新体系的矛盾性和脆弱性»ꎬ 载 «拉丁美洲研

究»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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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韩国 (每百万人中 ８０４ 人) 甚至阿根廷 (每百万人中 ３６０ 人) 都要低得

多ꎮ① 这种极不平衡的教育体制既限制了巴西中低技能劳动力队伍建设ꎬ 还导致

巴西极度缺乏尖端研发人员ꎬ 使其被锁定在较低层次的技术水平阶段ꎮ

表 ２　 部分拉美和东亚国家 (地区) 入学人数占适龄人口的比重 (％ )

中学教育 大学教育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８５ 年

巴西 １６ ３５ ２ １１

墨西哥 １７ ５５ ４ １６

印度 ２７ ３５ ５ ９

日本 ８２ ９６ １３ ３０

韩国 ３５ ９４ ６ ３２

新加坡 ４５ ７１ １０ １２

中国台湾 ３８ ９１ ７ １３

中国香港 ２９ ６９ ５ １３

　 　 资料来源: Ｓａｎｊａｙａ Ｌａｌｌꎬ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ꎬ ｉｎ Ｖ􀆰 Ｎ􀆰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ｙａｍ
ａｎｄ Ｓａｎｊａｙａ Ｌａｌｌ (ｅｄｓ􀆰)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１１８ －１５５􀆰

２􀆰 停留于利用外生性后发优势

除国民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的短视举措外ꎬ 由于片面追求超过国力所能及

的高增长ꎬ 巴西还对外部商品市场、 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形成了严重依赖ꎮ
为加速经济增长ꎬ 军政府时期的巴西主要采取进口外国技术和设备、 购买外

国许可证和专利、 聘请外国技术专家等手段ꎬ 希望在短时间内增加国民经济

的技术含量、 提高工业技术水平ꎮ 这从巴西中高技术行业的贸易赤字中可见

一斑ꎮ 巴西一直保持着技术净进口国的地位ꎮ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年间ꎬ 机器设备、
电子设备、 运输设备等资本品的进口额占巴西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２３􀆰 ３％ 提升

至 ４０􀆰 １％ ꎬ 化学产品、 有色金属等中间产品的进口额占比也从 ９􀆰 ５％ 增至

２５􀆰 ４％ ꎮ② 然而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的货币贬值和随之而来的进口设

备成本上升ꎬ 以及通胀加剧导致的经济不稳定ꎬ 使巴西丧失了形成内生的技

术进步核心所必需的时机和投资ꎮ③

—７３１—

①

②
③

Ｃａｒｌ Ｊ􀆰 Ｄａｈ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ｉｏ Ｒ􀆰 Ｆｒｉｓｃｈｔａｋ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 Ｎｅｌｓｏｎ (ｅｄ􀆰)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４４１ － ４４２􀆰

吴洪英著: «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ꎬ 北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１６９ 页ꎮ
Ｃａｒｍｅｍ Ａｐａｒｅｃｉｄａ Ｆｅｉｊｏ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ｓ Ｔｏｓｔｅｓ Ｌａｍｏｎｉｃａ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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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 (Ｃｅｌｓｏ Ｆｕｒｔａｄｏ) 认为ꎬ 一个未完成工业

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应借助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创造力刺激经济增长ꎮ① 巴西缺

少这种创造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后发追赶是纯粹模仿性的ꎮ 以汽车产业为例ꎬ
早在库比契克政府时期ꎬ 巴西就致力于将汽车制造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ꎮ 以此为目标ꎬ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国资本投资汽车和卡车制造的

政策措施ꎬ 包括威利斯—越野、 福特、 大众和通用等跨国汽车公司纷纷在巴

西设厂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上述四家企业生产的汽车占到巴西汽车总产量的

３ / ４ 以上ꎬ 极大满足了巴西国内汽车需求ꎬ 并使其很快跻身世界汽车制造大国

行列ꎮ 在此过程中ꎬ 巴西虽然节省了技术研发费用ꎬ 减少了投资风险和市场

风险ꎬ 并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经济绩效ꎬ 然而ꎬ 付出的代价却是阻碍了本国

工业技术的自主发展和民族品牌的建立ꎮ② 在跨国企业的持续扩张下ꎬ 巴西国

内汽车生产厂商的重要性逐渐下降ꎮ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 大众、 福特和通

用汽车的产量已占巴西汽车总产量的九成以上ꎮ③ 除汽车产业外ꎬ 巴西其他重

要经济部门也出现了被外资控制的现象ꎮ 数据显示ꎬ 到 １９７１ 年ꎬ 跨国公司占

巴西橡胶、 机械、 采矿和家庭用具四个部门纯利润总额的七成ꎻ １９８０ 年ꎬ 巴

西肥皂和化妆品制造业产值的 ８０％ 、 电子通信业产值的 ７９％ 、 交通运输业和

人造橡胶及医药工业产值的 ７５％均来自跨国企业ꎮ④

上述分析表明ꎬ 巴西虽形成了后发追赶的意愿ꎬ 但却仅仅停留于利用外

生性的后发优势ꎮ 二战后ꎬ 在发达国家调整经济结构、 向外输出资本和技术

的背景下ꎬ 巴西通过大量吸收外资和引进外国技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ꎮ
但在此期间ꎬ 政府只强调短期内的国产化率ꎬ 而不注重引进技术的内生化ꎮ
这符合假说 １ｂꎮ 因此ꎬ 巴西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制造业体系ꎬ 依然

是作为 “中心” 发达国家的 “外围” 寻求经济增长ꎮ 某种程度上ꎬ 巴西仍然

是发达国家生产车间的迁移和延伸ꎮ⑤ １９７１ 年ꎬ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 (ＩＰ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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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国内 ５００ 家企业使用外国技术的情况开展调查ꎬ 结果显示ꎬ 无论从消化

吸收引进的技术还是本国的技术创新来看ꎬ 巴西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努力都

没有取得成功ꎬ 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反而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ꎮ① 结果ꎬ 巴西停

留在了低技术甚至零技术含量产业的专业分工之中ꎬ 制成品生产始终难以满

足国内消费需求ꎬ 并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过早地走上了 “去工业化”
道路ꎮ②

３􀆰 走负债型发展道路

巴西军政府的短期导向还体现在资本形成方式的选择上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后期ꎬ 随着世界储备的增多和国际游资的充裕ꎬ 加之当时国际利率较低ꎬ
军政府选择了 “负债发展战略”ꎬ 追求 “高投资、 高增长”ꎬ 通过大规模举借

外债来推动资本形成ꎮ③ 大量举债措施短期来看为巴西经济增长筹集到了充足

的资金ꎬ 显著推动了巴西电力、 能源、 新兴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ꎬ 但也为

后来巴西爆发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ꎮ
１９６５—１９６８ 年期间ꎬ 巴西外债总额从 ３６􀆰 ４ 亿美元小幅增至 ３７􀆰 ８ 亿美

元ꎮ④ １９６９ 年ꎬ 梅迪西在强硬派内部因争夺总统职位而分裂之际就任ꎮ 执政

期间ꎬ 军事集团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以及强硬派内部均存在较为激烈的精

英冲突ꎬ 使得梅迪西政府不得不着眼于短期经济绩效以增强执政合法性ꎮ 在

这种短期导向的发展模式下ꎬ 巴西外债规模从 １９６９ 年的 ４４ 亿美元猛增至

１９７３ 年的 １２５􀆰 ７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 ３０％ ꎮ⑤温和派的盖泽尔就任巴西总统后ꎬ
为避免梅迪西政府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其任内转变为经济停滞ꎬ 选择动用

外汇储备和从国外借款ꎬ 以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势头ꎬ 结果使巴西在负债发展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ꎮ⑥ 盖泽尔任期内ꎬ 巴西外债总额从 １２５􀆰 ７ 亿美元增至

４３５􀆰 １ 亿美元ꎬ 净外债规模则从 ６１􀆰 ６ 亿美元增至 ３１６􀆰 ２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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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３８􀆰 ７％ ꎮ① 这符合假说 １ｃ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外国流动资金的时间视野本来就比较短ꎬ 盖泽尔政府为

吸引迫切需要的发展资金而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更是加剧了外国流动资金

的短期导向ꎬ 如取消贷款的 ４０％强制性存入银行的规定、 最低贷款期限从 １０
年降为 ５ 年、 汇出利润所得税的税率从 ２５％降为 ５％ ꎮ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ꎬ 巴

西政府对外国流动资金的控制力大大减弱ꎬ 很容易发生外资大规模撤离的现

象ꎮ② 到军政府中后期ꎬ 所借外债已不再用于经济投资ꎬ 而是偿还前期债务的

本息ꎮ③ １９７９—１９８１ 年ꎬ 巴西新借入中长期贷款 ３８０ 亿美元ꎬ 同期还本付息高

达 ３９０ 亿美元ꎮ ８０ 年代初ꎬ 陷入债务危机的巴西经历了 ２０ 世纪以来最严重的

经济衰退ꎬ 工业部门的增长趋势中断ꎬ 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ꎬ 工业制造业对

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大大减弱ꎮ④

４􀆰 小结

军政府时期教育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各层次教育发展失衡的问题ꎬ 极大地

影响了巴西技术劳动力的可持续供给ꎮ 同时ꎬ 技术引进过程中重国产化、 轻

内生化的短视行为也使巴西停留在了旧的技术范式内ꎬ 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

领先国开展技术模仿ꎮ 此外ꎬ 通过大规模举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方式

使巴西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深陷债务危机ꎬ 导致巴西错失了工业技术发展的关

键机遇期ꎮ 这些短视举措带来的结果是ꎬ 巴西不仅未能建立一个与工业生

产体系相互支撑的内生的技术进步核心机制ꎬ 反而形成了对西方发达国家

的 “技术—工业” 依附⑤ꎬ 陷入了彼得􀅰埃文斯所说的 “依附型发展”⑥ꎮ 由

此ꎬ 本文提出的假说 １ 得到了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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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韩国朴正熙政府工业技术发展成功的经验

不同于内部分裂的巴西军事统治集团ꎬ 同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

通过设立中央情报部监督管理军政各部、 改革选举制度、 调整国家机关结构ꎬ
并利用乡缘、 学缘和亲缘等纽带关系团结支持者ꎬ 塑造了一个高度凝聚的精

英联盟ꎮ 精英凝聚使韩国形成了关于发展的长期导向ꎬ 并在工业技术发展中

采取了具有较长时间视野的举措ꎬ 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打下了

坚实基础ꎮ
(一) 精英凝聚与长期导向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 朴正熙及其以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生为核心的少

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ꎬ 推翻摇摇欲坠的第二共和国ꎬ 开启了韩国长达 ２０ 余

年的军人专制统治ꎮ 就任第三共和国总统后ꎬ 朴正熙将 “经济第一主义” 列

为单一国家目标ꎬ 采取了一系列排除威胁政权稳定的社会政治势力的举措ꎮ
一是设立中央情报部负责管理和监督军政各部门的情报收集活动ꎮ 作为一个

无处不在的 “超国法机关”ꎬ 中央情报部有权对 “反革命” 及威胁政府施政

的一切力量进行搜捕和镇压ꎬ 其他机关部门则须对其活动予以协助和支持ꎮ
１９６４ 年ꎬ 中央情报部成员达 ３７ 万人ꎬ 同时配有一些秘密的外围组织ꎬ 如潜伏

在大学校园内刺探情报、 破坏学生运动的 “青年思想党” (ＹＴＰ)ꎮ① 二是通过

制度改革和国家机关结构调整增强权力集中ꎮ 为确保民主共和党在国会中的

优势地位ꎬ 朴正熙在第六、 第七、 第八届国会选举中均采取了小选区选民直

接选举和全国区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ꎬ 确保可以通过共和党操纵国会ꎬ 将

行政权和立法权同时掌握在手中ꎮ 朴正熙还有意识地限制青瓦台秘书处的职

责范围和人员规模ꎬ 使其成为保障权力集中于总统的辅助型幕僚机构ꎮ② 三是

利用乡缘、 学缘和亲缘等纽带关系构筑支持和追随自己的社会力量ꎮ 以 １９６３
年的国会选举为契机ꎬ 朴正熙将许多大邱系政治势力拉进统治集团ꎮ 朴正熙

执政时期ꎬ 六成以上的军事将校、 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和执政党干部ꎬ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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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以上的大企业家都出身于庆北高等学校及其前身大邱高等普通学校ꎬ 他

们构成了韩国政治中最大的社会宗派势力——— “大邱军团”ꎮ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韩国内外部政治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ꎮ 在国内ꎬ 普

通劳工和城市贫民不满工资收入和生活质量未随工业化的加速推进而明显提

升ꎬ 发起了争取生存权的民众斗争ꎬ 并带动了学生运动及知识界、 新闻界和

宗教界争取民主的斗争ꎮ 在此期间ꎬ 在野政治势力得到了较大发展ꎬ 对朴正

熙的执政稳定构成了挑战ꎮ 同时ꎬ 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出台、 １９７１ 年 ４５ 万美军

从亚洲撤离、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尼克松访华以及同

年 １０ 月中日建交等一系列国际事件ꎬ 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在此背景下ꎬ 朴正熙于 １９７２ 年年底启动 “维新体制”ꎬ 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

义反对自由、 民主ꎬ 将反政府的团体视为非法、 不道德和侵犯政府的ꎮ② 自

此ꎬ 韩国进入第四共和国时期ꎮ 新出台的 «维新宪法» 将国家权力全部集中

到总统一人手中ꎬ 规定总统任期为 ６ 年并且可以连任ꎻ 取消原来国民直接选

举总统的规定ꎬ 改由总统任议长的统一主体国民议会选举ꎮ 由此ꎬ “维新体

制” 确保了朴正熙连任总统和 “独裁开发” 体制的延续ꎮ③

正如旅美韩国学者金世镇 (Ｋｉｍ Ｓｅ － ｊｉｎ) 所言ꎬ 朴正熙政府既是一个高

压的专制政权ꎬ 也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 善于管理、 讲究实际、 有求实创新

精神、 拥有无限权威、 政绩卓著的政权ꎮ④ 由于精英冲突被限制在极低水平ꎬ
统治集团无须担忧政权更替的威胁而具有了长期导向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为追赶

发达国家ꎬ 韩国实施了有步骤的、 递进的长期经济和技术发展战略ꎮ
(二) 促进工业技术发展的长期举措

在推进工业技术发展的过程中ꎬ 朴正熙政府在教育领域、 技能培育领域

和资本形成领域的政策举措都体现了长期导向ꎮ
１􀆰 国民教育体系建设有序推进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教育与经济发展成为韩国教育体系的崭新命题ꎮ １９６８
年韩国 «国民教育宪章» 指出ꎬ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 “积极参与建设的、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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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奉献的” 国民精神ꎬ 重点在于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ꎮ① 回顾朴正熙时

期的教育发展政策可以看到ꎬ 政府并不追求在短时间内构筑一个发展所有教

育阶段的国民教育体系ꎬ 而是通过有序的、 有重点的方式完成教育普及工作ꎮ
教育的普及顺序与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相挂钩ꎮ 这符合假说 ２ａ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初等教育的普及为朴正熙在 ６０ 年代初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合

适的劳动力ꎬ 但小学毕业生人数激增也加重了中等教育的负担ꎮ 为此ꎬ 韩

国于 １９６９ 年起推行初中升学免试制和学区学群制ꎬ 起到了促进中等教育平

等化和普及化的效果ꎬ 并为 ７０ 年代韩国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储备了充

足劳动力ꎮ 在中等教育建设取得成就后ꎬ 朴正熙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高等

教育发展规划ꎬ 以培养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多样化人才ꎬ 尤其是培养大

量理工科人才ꎮ 例如ꎬ 通过实施大学入学配额制ꎬ 韩国成功使主修理科的

学生数量超过文科ꎮ②

同一时期ꎬ 韩国职业教育也在并行发展ꎮ 根据 １９６３ 年颁布的 «产业教育

振兴法»ꎬ 韩国文教部设置 “实业教育审议会”ꎬ 并成立以培养高技能产业工

人和熟练劳动力为主要目标的实业高等专门学校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为解决

各类职业学校存在的实践教育不足、 学生毕业后工作适应性差等问题ꎬ 朴正

熙政府制定了 “产学合作” 政策ꎬ 在文教部内设立产学合作科ꎬ 管理和协调

产学合作活动ꎬ 同时成立 “产学合作基金会”ꎬ 筹集 ３０ 亿韩元用于支付奖学

金和支援研究经费ꎮ 在推进产学合作的同时ꎬ 政府还加强了职业培训制度的

建设ꎮ 通过 «职业培训法» (１９６７ 年)、 «职工培训特别措施法» (１９７４ 年)
和 «职工培训基本法» (１９７４ 年) 等法律文件ꎬ 韩国职业培训得以系统化和

制度化ꎮ③ 朴正熙政府还于 １９７５ 年出台了 «国家技术资格法»ꎬ 将职业培训与

技术资格制度挂钩ꎮ 这既解决了企业之间技能培训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ꎬ 也

通过对获得技术资格者实施各项优惠政策增进了劳动者再学习的积极性ꎮ
综合来看ꎬ 各层次教育的有序发展为韩国的工业技术追赶提供了人力资

本方面的坚实支撑ꎬ 特别是对中等教育的重视使韩国劳工群体的技术吸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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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远超其他后发国家ꎮ １９５０ 年时ꎬ 韩国仅 ５％的人口完成了中等及以上教育ꎮ
到 １９８０ 年时ꎬ 这一比重提升至 ３５􀆰 ２％ ꎬ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ꎮ① 另一项有关韩

国人力资源发展的调查显示ꎬ 韩国初中和高中入学率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现

大幅增长ꎮ 到 ８０ 年代初ꎬ 初中入学人数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已经超过

９４％ ꎬ 高中入学人数占比则接近 ７０％ (见表 ３)ꎮ② 在此过程中ꎬ 政府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初ꎬ 教育占政府预算总额的比

重从 ２􀆰 ５％提升至 ２２％ ꎬ 反映了朴正熙政府对国民教育的重视ꎮ③

表 ３　 韩国人力资源发展指标

１９５３ 年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８０ 年

入学人数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 (％ )

小学 (６—１１ 岁) ５９􀆰 ６ ８６􀆰 ２ １０２􀆰 ８ １０１􀆰 ０

初中 (１２—１４ 岁) ２１􀆰 １ ３３􀆰 ３ ５３􀆰 ３ ９４􀆰 ６

高中 (１５—１７ 岁) １２􀆰 ４ １９􀆰 ９ ２９􀆰 ３ ６８􀆰 ５

大学 / 研究生院 ３􀆰 １ ６􀆰 ４ ９􀆰 ３ １４􀆰 ９

职业培训中心的毕业生 (每千人) 　 　 　 　 　 — — ３１􀆰 ６ １０４􀆰 ５

高校毕业生 (每万人) 　 　 　 　 　 　 　 　 　 — １０ １１ ２７

１９４５ 年以来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人数 (累计) ４１５７ １６４３６ ６５６８７ １７４８３２

　 　 资料来源: Ｌｉｎｓｕ Ｋｉｍ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Ｋｏｒｅａ”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 Ｎｅｌｓｏｎ ( ｅｄ􀆰)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１􀆰

２􀆰 注重后发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换

除有序推进国民教育体系建设以培育人力资本外ꎬ 朴正熙政府在引进外

资发展技术能力时也采取分阶段、 有步骤的长期策略ꎮ 建国初期的韩国在科

学技术方面几乎一片空白ꎮ 伴随经济发展的头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ꎬ 韩国的

科技发展事业也随之起步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韩国主要通过引进国外成熟技术

积累自身技术能力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９ 年间ꎬ 韩国共引进技术 １６０５ 项ꎬ 支付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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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费用合计 ３５０５􀆰 ８ 万美元ꎮ① 从技术引进的对象看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半期

引进的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 对技术能力要求不高的加工和组装技术ꎮ 随

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技术能力的初步积累ꎬ 技术引进的目标逐渐转

向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制造技术ꎮ 在此期间ꎬ 为形成规模效应ꎬ 朴正熙政府

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投资兴建了一批大型工厂ꎬ 如与日本合作建成的综合制

铁厂、 在蔚山建设的国营石油脑分解工厂等ꎮ②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鉴于建立自主工业基础的目标已基本完成ꎬ 以及

考虑到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局限性ꎬ 韩国决定

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调整为扶植重化工业ꎮ １９７３ 年ꎬ 朴正熙在新年贺词中表

达了发展重化工业的决心ꎬ 提出到 １９８０ 年要实现钢材年产量达 １０００ 万吨、
船舶年产量达 ５００ 万载重吨、 精炼油年产量达 ９４ 万桶以及汽车年产量 ５０ 万

辆等发展目标ꎮ③ 从技术引进的方式看ꎬ 这一时期韩国严格禁止引进一揽子

成套设备的做法ꎬ 鼓励企业通过采购 “交钥匙” 工程和对进口的成套生产

设备开展逆向工程的方式吸收先进技术ꎮ④ 与其他后发国家主要依靠外商直

接投资和购买国外许可的方式获取技术相比ꎬ 韩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购

买国外许可施加了严格限制ꎮ 朴正熙政府时期ꎬ 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仅相

当于巴西的 ７％ 、 新加坡的 ２３％ ꎬ 不足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半ꎮ⑤

由于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注重培育国内企业消化、 吸收和改进引进技

术的能力ꎬ 韩国逐渐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ꎮ 从技术引进的效果来看ꎬ 韩国

的技术能力与其引进的技术之间形成了有效匹配ꎮ 这符合假说 ２ｂꎮ 研究显示ꎬ
在韩国引进的全部技术项目中ꎬ 达到预期充分利用程度的占 ７３％ ꎬ 没有得到

充分利用的占 ２７％ ꎮ 在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技术项目中ꎬ 引进初期项目中断的

占 ３％ ꎬ 使用一段时间后项目中断的占 ５％ ꎮ 项目中断的理由包括利用引进技

术生产的产品市场流通性不足 (５２％ )、 技术本身已经落后 (１１％ )、 技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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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不足 (１０％ )ꎮ① 由此可见ꎬ 韩国很少因技术能力不足而无法充分利用引

进的技术ꎬ 其技术引进的效果十分显著ꎮ
在调整技术引进方式的同时ꎬ 为使新兴的重化工业部门建立在先进科学

技术基础之上ꎬ 朴正熙政府还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科技振兴政策ꎬ 以监督和

诱导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ꎬ 培育不受跨国公司控制的自主技术能力ꎮ 为提高

国家整体的技术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ꎬ １９７２ 年出台的 «技术开发促进法» 对

储备技术开发准备金、 设立企业附属研究所、 保护国产新技术产品生产者等

事项做出明确规定ꎮ 根据该法ꎬ 韩国技术振兴株式会社、 韩国产业银行开始

向产业技术的改进与创新活动投资ꎮ １９７３ 年ꎬ 韩国科技处效仿日本建设筑波

科学城的做法ꎬ 确定了建设大德研究园区的计划ꎬ 目的在于将科研力量集中

起来形成规模效应ꎬ 建立各种产业技术研究机构的合作体系ꎮ 为发展科学教

育、 培养专业人才ꎬ 政府还于 １９７３ 年设立韩国高级科学研究院 (ＫＡＩＳ)ꎮ②

在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推动下ꎬ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韩国已基本形成

完整的重化工业体系ꎬ 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ꎬ 技

术能力也从较低水平提升到了中高水平ꎮ
３􀆰 对资金的来源和流向保持控制

在资本形成的方式选择上ꎬ 对经济自立这一长期目标的关注使朴正熙政

府比起吸引外债更重视国内储蓄的提高ꎮ 为解决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启动初期

遇到的投资短缺问题ꎬ 朴正熙政府一方面针对引进和利用外资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举措ꎬ 特别是对外资进入比例和准许进入的领域作出规定ꎬ 另一方面实

行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的政策ꎬ 旨在将社会闲散资金吸收到银行系统并投

资到政府指定的用途上ꎮ 事实上ꎬ 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以外资

的大量流入和国内储蓄的增加为基础ꎬ 且国内储蓄日益在其中起主导作用ꎮ
１９６２—１９７１ 年ꎬ 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２􀆰 ２％ 提升至 １４􀆰 ６％ ꎬ 在

总投资中的占比也从 １７􀆰 １％ 提高到 ５６􀆰 １％ ꎮ③ 国内储蓄率的提高不仅奠定了

韩国经济自立的基础ꎬ 还使韩国投资率长期保持在高水平成为可能ꎬ 推动了

经济高速发展ꎮ
在解决投资短缺问题后ꎬ 为确保资金流向政府优先和重点发展的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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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ꎬ 朴正熙要求每家承担经济赶超任务的财阀都与一家银行保持特定的银企

关系ꎬ 该企业即银行主办ꎮ① 主办银行制度并非朴正熙独创ꎬ 而是学自日本ꎬ
其本质是银行与企业共同维持的长期契约关系ꎮ 在该制度下ꎬ 银行不只是为

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ꎬ 还与作为其主办的企业结成紧密的、 固定的综合

性交易关系ꎮ② 银行在前期为企业的高风险创新项目提供不高于市场价格的利

率ꎬ 在企业创新取得成功后再凭借与企业建立的长期契约关系获取高于市场

利率的利息收入ꎬ 从而使利率的确定与融资项目的内在风险脱钩ꎮ③ 通过主办

银行制度ꎬ 朴正熙成功使银行的信贷决策与资本的短期逐利动机解绑ꎮ
对国内储蓄的重视和对银企关系的重塑ꎬ 体现了朴正熙政府所具有的长期

导向ꎮ 这符合假说 ２ｃꎮ 对资金的来源和流向保持控制ꎬ 使朴正熙拥有了对财阀

进行奖优罚差的规训手段: 绩效良好的财阀可以获得进入其他工业领域的许可ꎬ
使经营业务更加多元化ꎻ 对那些进入具有战略意义但风险极高的新兴产业的财

阀ꎬ 政府授予它们其他利润较高产业的准入许可以示奖励ꎬ 相当于为它们提供

培育幼稚产业的风险兜底ꎻ 管理不善的财阀会被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冻结存款ꎬ
即将破产的财阀不仅得不到政府援手ꎬ 还可能被其他经营较好的财阀替代ꎮ④ 由

此ꎬ 财阀以一种 “压缩式” 的成长模式迅速完成了一个企业集团从巩固、 扩

张到成熟的演变过程ꎬ 在韩国工业技术发展中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ꎮ⑤

４􀆰 小结

在技术能力尚处于较低水平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ꎬ 韩国建立的许多化

工、 水泥和造纸工厂都来自美国和日本企业的 “交钥匙” 工程ꎮ 国民教育体

系的有序完善帮助韩国积累起了一批具有较强技术吸收能力的劳动力大军ꎮ
在技术引进方式相应调整的过程中ꎬ 这支劳动力大军在不寻求国外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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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下ꎬ 通过逆向工程掌握了许多 “物化” 于成套设备中的先进技术ꎮ 同

时ꎬ 朴正熙政府还严格控制资金来源和流向ꎬ 通过增加国内储蓄和重塑银企

关系ꎬ 在保持经济自立的同时推动了工业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ꎮ 这与巴西短

视举措所取得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ꎮ 由此ꎬ 本文提出的假说 ２ 得到了验证ꎮ

五　 结论

作为长时段的历史过程ꎬ 后发追赶国若想取得实际成效ꎬ 便要以较长的

时间视野为必要条件ꎬ 而这通常受一国内部精英关系结构的影响ꎮ 对 ２０ 世纪

六七十年代巴西和韩国的比较研究充分展现了精英凝聚所形成的长期导向在

工业技术发展中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ꎮ 在军事独裁政府初期ꎬ 巴西曾因军事

集团内部温和派和强硬派结成政治联盟而短暂表现出类似于朴正熙时期韩国

的发展特征ꎮ 但很快ꎬ 两派之间的根本矛盾便显现出来ꎬ 导致巴西未能形成

长期导向ꎬ 不得不在工业技术发展中采取各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效果的

短视措施ꎮ 结果是ꎬ 巴西不仅未能建立一个与工业生产体系相互支撑的内生

的技术进步核心ꎬ 反而陷入依附型发展的窘境ꎮ 相比之下ꎬ 凝聚性的精英关

系结构则使朴正熙时期的韩国有能力实施各种长期举措ꎬ 促使韩国工业技术

水平快速提升ꎬ 成为继日本之后东亚地区又一中等技术强国ꎮ 图 ２ 总结了巴

西和韩国工业技术发展取得不同成效的因果机制ꎮ

图 ２　 巴西和韩国的精英关系、 时间视野与工业技术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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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具有长期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ꎮ 从 «论语» “人无远虑ꎬ
必有近忧” 的治国告诫ꎬ 到党的二十大对 “统筹当前和长远” 的强调ꎬ 长期

导向在中国有着持久传承ꎮ 改革开放后ꎬ 中国一方面以宪法形式确定普及初

等义务教育的目标ꎬ 并在 １９８５ 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提

出要 “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ꎬ 另一方面制定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 (“８６３ 计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９７３ 计划”) 和 «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等长远规划ꎬ 从而在较长时

段内逐步增强了基础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ꎮ 这构成本项研究的又一佐证ꎮ
不仅如此ꎬ 随着 ２１ 世纪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的正式

提出ꎬ 中国还将这种关于发展的长期导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带到了其

他发展中国家ꎮ 由于与以七国集团 (Ｇ７) 为代表的传统西方投资者在时间视

野上的显著差异ꎬ 中国资本的流入对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形成长

期导向的意义尤为重大ꎮ① 这意味着ꎬ 我们可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ꎬ 受制

于国内精英分裂的后发国家如何通过融入全球化和挑选投资伙伴国在一定程

度上形成自主性发展ꎬ 进而推动工业技术水平提升ꎬ 实现长期经济发展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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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兆源著: «投资国家能力: 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建设»ꎬ 上海: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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